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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战略任务。他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号召。全国史学界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及贺信精神，积极探索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为了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真正贯彻落
实，本刊拟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为突破口，邀请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四位知名专家，分别从中国

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等具体学科入手，通过分析各具体
学科研究现状、总结各具体学科发展经验，发现并正视存在的问题，提出可行的研究新思路，促进研
究范式的更新，切实推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
语体系。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再思考

王先明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
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①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
发展，当代中国历史学也是当代中国辉煌成就的内容之一。如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
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②就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重
大使命。“要认真审视我国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体现继承性和民族性、体现原创性和时代
性、体现系统性和专业性，大力推进我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创新。这是历史研究者的时代
责任。”③

毋庸讳言，在近代以来“新史学”建构发展的进程中，“解释中国历史的许多基本观念和分析
框架都直接来自近代西方，不少又是经过日本阐发再转进中国的”。中国史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
系“大体上从属于欧美近数十年来所流行的现代及后现代话语体系”。显然，“在一个宏大的视野
中对中国全部历史重新加以认识”，“构建能够准确说明历史本来面貌的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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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体现着中国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基于此，史学界围绕“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
设”进行了专题研讨，从不同学术角度和学科立场阐述了这一命题的急迫性和前瞻性意义; 也就
“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思想和理论上探索自身的话语体系”的论题作了专
门研究。① 那么，落实到具体的学科领域，如社会史( 尤其立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 学科层面，“三
大体系”的构建应当如何展开，确是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愚以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既是面向未来发展的战略性问题，也是基于历史发展而形成的时代性问题，故此非“贯
通”不足以构建; 应该分别从纵通、横通和会通三个维度入手，在贯通中实现社会史“三大体系”的
建构。

一、纵通中辨其趋向

“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②新见解需要创造出新术
语来表达。一门科学要实现学术理论的革命，必然有术语的革命相伴随。成体系的学科理论构成学
术体系，成体系的概念构成话语体系。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就是要构建学
术体系与话语体系相统一的学科。③ 然学科之统系，必根基于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且这是一个累
积递进的长程性发展。作为一种主要学术研究和学科取向，以及由以生成的话语模式，社会史并非
兴起于“新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 ，而是伴随着近代“新史学”取代旧史学的“史学革命”而形成。
“近世以来，以东西学术之互为激荡，史学界呈一新波澜，进入于新境地之中”，“使吾国旧日史学观
点，发生改变，放弃皇家谱录之记注，而为人类社会活动之描绘; 废去个人英雄中心之史论，而从事于

群众心理及动态之记述”，④新史学得以勃然兴立。这导致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发生了时代性
变革。“按经史子集四库分类的，以儒家意识形态为文化知识的砥柱，以史学为贯串历史经验的殷
鉴”的旧学体系，转向讲究系统分科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与史学等的现代学科体系，从而“影响
了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发展”。⑤ 在清末民初“新史学”演进进程中，应该说已经逐步形成并积累了
可以凸显自身特质的学科、学术和话语统系。
一方面，研究内容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学术体系的重新建构。“用‘社会’取代‘国家’或‘群体’

作为主题词”成为史学新朝向; 在新通史知识体系建构中，以社会史为主体内容，即:“必要以研究社
会为枢纽，以考察社会变迁为主线。”⑥另一方面，新史学的学术话语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动，系统性
地刷新了旧史学既有的话语体系。借助于“进化史观”话语体系，梁启超“提出了有关的新概念、新
范畴，如广义之史、狭义之史、局部之史、全体之史、公理公例等，并对古代史学提出了批判性的总
体认识”，⑦并由此建构了新史学发展早期的主体话语。基于史观或史学理论的话语，在新史学的
百年进程中不时变易，交错兴替，且相互碰撞和互融: 或以神权史观、借鉴史观、科学史观来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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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史学观念发展之大势”; ①或以进化史观、物质史观、唯物史观统括为当代史观“最有势力之三
种”等，②作为史学研究的学理性工具和话语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
在清末民初现代学术发展的态势中，社会史或为其研究内容，或为其史观方法，某种意义上

奠基了中国史学的基本取向。顾颉刚在总结史学成就时认为，社会史研究不仅是在新史料、新方
向与新观点基础上形成的新史学内容之一，而且其学术脉线贯串于前期与后期史学发展进程之

中。③ 与顾颉刚立场基本一致，金毓黼认为近代史学趋势中一个重要趋向就是社会史，“盖新史之
对象，为社会之全部，而非为特殊阶级之局部，能就社会史料而加以研究整理，则通史之骨干立

矣”。④

毫无疑问，社会史历经百年演进，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不同的问题聚焦，其学术探究重点也各有

不同; 并且在取代旧史学的进程中，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在不断建构和嬗替中已然自成统系。百
年历史进程中，它的学术研究、话语创获和学科构建方面值得总结、汲取和淬炼的资源，是我们走向
未来的基石。“真有得于史学者，则未有不能融贯空间相，通彻时间相而综合一视之者。”⑤故而，新
时代社会史“三大体系”的建构，理当在纵向贯通中汲取精要，创新学术，把握其时代需求和学术态
势，引领学科未来走向。

二、横通中定其方位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⑥

这表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而各学
科之内又由次一级的学科群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
( Event) ……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
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⑦不
过，在现代中国学术或学科形成演进的进程中，在新旧史学“革命性”变动过程中，文化史或社会史的
学科方位和相互关系既变动不居，又相互交错互融，呈现出复杂纷繁的景况。
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语境中，社会史与文化史分别被认定为“新史学”( 新通史) 。前者如吕

思勉《白话本国史》，旨在“把通史引向社会史方向”，认为“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
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 ⑧后者如钱穆，力主“以‘文化’为本位重新审视和研究中国历史”，
明确指出“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之内容”。⑨ 而在另
一方面，更多学者视其为“新史学”中的专门史。“自全部史实中，抽出其一部，而为比较详尽之记

6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王玉璋:《中国史学史概论》，“自序”，第 12 页。
欧阳哲生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傅斯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02 页。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引论”，第 3 页。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35 页。
金毓黼:《中国史学史》，第 336 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张晓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罗家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6 页。
王家范:《史家与史学》，第 25 页。
参见张昭军:《中国文化史学的历史与理论》，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0 页。



新时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理论探索

述，其于时间之递嬗，空间之联系，亦以范围收缩之故，而易于寻求者，是之谓专史。”①在新史学演
进脉络中，社会史与宗教史、法制史诸专门史一般，实为“自普遍之通史，纵分而为数部者也”。② 直
至 20 世纪 30 年代，在史学专业的细化与深入过程中，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生活史的学术分类初
显样貌。③ 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史就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学科统系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次级学
科。实际上，在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也是以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
物、历史地理、文化史排序的。虽然他刻意强调了广义的文化史包括“研究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
物、地理各方面”，④但狭义上仍然立足于专门史来结构其内容，并突出了“社会下层史料”的搜取和
研读。⑤

问题在于，无论作为新通史的主体内容，还是作为专史之一部类，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学术研究和

话语内容，都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交错的复杂关联。相对而言，民国时期“文化史观颇受青睐，
通史讲授多侧重于文化史”。⑥ 但是，以社会史观为旨趣的《吕著中国通史》却“朝着考察社会结构
( 静) 与社会变迁( 动) 是否合乎人类发展需要的方向，对中国历史作新的通释”。⑦

显然，社会史与文化史乃至于经济史或革命史，在分科或分类的学术演进中，其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 由此形成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及其历史积累的资源，都需要系统梳

理、统观整合，并在横向贯通中分定其学术重心和学科方位。
此外，还有近代社会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贯通问题。我们知道，“社会史是在批判‘革命史’理论

模式前提下催生的，其认知前提在于建构‘有血有肉’的历史，以此超越‘革命史’内容过于干瘪的
‘全面’的历史; 其理论预设是对‘革命史’理论模式的一定意义上的否定; 然而，作为研究起点却又
坚守‘革命史’的历史分期。这种在理论模式( 即社会学) 与历史分期( 即革命史) 上的随意选择，并
毫无解说地将两种不同的理论组合在‘近代社会史’体系中，岂非理论元点上的矛盾?”⑧显然，社会
史与革命史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区分、异同和纠结，尤需做贯通性考察辨识。对此笔者曾
专文讨论，⑨在此不予赘述。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构成一个学科的两个方面，其统一是包含着内在差别的对立面的统

一。这种差别性使学术体系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成为学科体系建设中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不能
相互替代的两方面的工作，使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包括了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
系的任务。�10 没有横向专史之间的贯通，各执一面，断难成为体系，所谓: “人见庐山图，皆知其只一
面，而全山不见也。然习见此图，目中虽为一面，而心中遂以为足以尽庐山，故见其左右及后面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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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骇然以为别山而非庐。”①

社会史，无论是作为整体意义上的通史主体内容，还是作为通史之一部的专史，都必须在与

文化史、政治史( 或革命史) 以及经济史的横向贯通中加以比较分辨，厘定其学科方位，落定其体
系构建。

三、会通中明其特性

“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②是一
个由多门学科构成的具有系统性、专业性的学科体系。各个学科以其研究对象所具有的矛盾的特殊
性而同其他学科区分开来，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同时又因其对象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而相

互连接起来，构成一个包括多个子学科的更高层级的学科或学科群。从纵向看，有不同类别的学科;
从横向看，一个学科又由多个子学科构成，逐级形成具有多层次的学科体系。③ 因此，社会史的学术
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必然与整体社会科学的发展演进密切相关。这体现着学科内在结构的系统
性、专业性和互融性，以及学理逻辑上的一体性。
话语体系涉及观点、学说、理论等方面，需从学术史和史学史角度对已有的体系进行梳理、评价

和甄别。我们知道，哪怕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学科层面上也有着不同的意涵; 在不同历
史情境下，也有着不同的指向和语义。如“社会”一词，汪康年曾以天下释其义:

“无法律不过亡国，无礼教必至亡天下”二语，以为不可解……盖天下二字，应作为社会

解，刘君之意，不过谓国家赖法律统摄，故无法律，则国亡; 社会为礼教所维持，故无法律，则

社会亡……苟国亡，则社会之不亡，亦仅矣。若欲恃社会之不亡以复国，抑亦甚难矣。④

而在清末西方学术译介传播中，人们通常又以“群学”来指称社会学，直至“五四”之际，易白沙仍在
《中国古代社会钩沉》中“溯原古社之情状，以发古代社会之秘”，认为:“古人谓其群曰社，如谢灵运
之莲社，明人之复社是也。今称其群曰社会，社会，此沿于古语而不自知耳……盖社者，吾国人类结
合之以脱也。”⑤但在傅斯年的话语中，“社会”一词是另一番意思:

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 大多数的社会，不过是群众罢了……中国人所凭

托的社会，只是群众，只是有名无实……

总而言之，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欢喜群众的生活，不欢喜社会的生活，觉得群众

的生活舒服，社会的生活不舒服。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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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廖平:《今古学考》，蒙默、蒙怀敬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46 页。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
田心铭:《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与相互关系》，《光明日报》2020 年 5 月 15 日。
汪康年:《解释刘廷琛奏折之意义》，汪林茂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汪康年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7 页。
陈先初编:《易白沙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7、99—100 页。
傅斯年:《社会—群众》，欧阳哲生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傅斯年卷》，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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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社会”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不同分支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的话语中有着不同的指
称和内容表述; 甚至在同一学科( 如历史学) 中，在不同历史时期或时段也有着不同的含义。
由此延伸的“社会史”概念亦复如此。除上文所列将社会史分为通史和专门史之不同的史识或

话语外，即使在 20 世纪 30 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同一场域中，人们所持“社会史”话语的内涵也各不
相同: 或指称为“社会构造的历史，即将社会视为系统，探讨内部诸要素如政治、经济、教育与各阶层
的关系; ①或认同为社会形态史，基于生产方式的结构论证社会形态发展的规律; ②或者落实在社会

生活和社会经济层面，如《食货》杂志所标举“社会史专刊”旗号; 等等。③

在此之后的王亚南则将“社会史”置于更宏阔的视野中。他说:“到了 20 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
已发展到社会史学的研究。”“由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内部运动法则的发现，到各历史时期相连续的
运动法则的发现，这种研究成果，本来不容易由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发展情形得到确证”，而在当
今时代，由于世界交通的发达与文化的交流，“很便利的约缩为一个大社会，而这个大社会还由一切
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的相并存在，以及相续的必然趋势的存在，给那些广义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
学等等的现实妥当性，提供了洞若观火的佐证”。④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术话语如“阶级”“封建”等话语，它们既是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的概念和
范畴，也是社会史学科体系中核心的学术范畴。问题在于“当今研究人事现象的人，常有一种危险，
就是只顾求一部分专门的知识，而忽略了全盘的理解。这也是现代专家常有的流弊”。⑤学术体系和
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整体的学理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系统性工程，而社会史学科“社会”的中心
概念又与整个“社会科学”的主体词语相重合，其间的内在相关性、相融性及其区分定位，实是学术体
系和学科体系建设中的关键所在。
“社会科学的任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变动不居的历史的特征”，“一切社会科学皆是历
史科学”。⑥ 因此，社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理应置于整个社会科学体系及其发展脉络
中，在会通中界定其异与同，在同中显其异、异中见其同的学理逻辑体系中，才能真正完成其建构。
显然，如何在历史演进的脉络中把握学术话语的形成和蜕变，并将其凝练在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中，

是极其繁重和复杂的任务。“历史和社会科学，均须分工合作去研究。集合各方面可靠的图样，才能
构成一个建筑的全景。”⑦

当前，史学界普遍认识到重建中国特色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有时不我待之感。
史学工作者需要在坚持中国史学本位的前提下，处理好“今语”与“昔言”、本土与域外的关系; 既要
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系统性关照，也要有社会史学科本位性研判，务求在社会科学的会通中实现其体

系建构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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